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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侦查阶段的工作是之后的阶段工作的基础，对侦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与研究，这对错案的防范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陈满案”为视角，探讨本案在侦查阶段中存在的问题，透过问题看本质，总结了侦查阶段错案产生的三种原因：第一，先入为主的侦查思维与印证有罪的侦查模式；第二，固化的取证观念；第三，证据间疑点重重。最后，通过树立“无罪推定”的侦查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严格适用，明确侦查讯问时的律师在场制度，从而加强防范错案在侦查阶段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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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错案产生的原因
（一）先入为主的侦查思维与印证有罪的侦查模式
案发时，侦查机关并不是通过相关证据的排查，一步一步锁定相关的犯罪嫌疑人，而是在了解到被害人钟作宽生前与陈满存在利害关系，就认定陈满是杀人凶手，认定其作案动机是因为私人恩怨，在认定这个结论的前提下，不断去印证陈满有罪。当然，其究竟是否有罪，在法院作出最终判决之前依然无法确定，因为我国实行罪刑法定制度，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footnoteRef:0]我国侦查人员倾向于认为在侦查阶段所认定的犯罪嫌疑人就等同于罪犯，戴着偏见去看待犯罪嫌疑人。 [0:  黄一红.浅析刑事侦查中的嫌疑对象与犯罪嫌疑人[J].金田，2013(8).] 

侦查行为是通过侦查人员搜查相关证据、相关线索，从而查清案件的有关情况，进而侦破案件，而不是去不断寻找证据印证锁定的人是罪犯。侦查人员的思维明显反了过来，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会蒙蔽人的视野，无法正确认识证据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认定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通过这样印证其就是罪犯的方式去办案，是明显不合理的。这样的思维与模式是错案产生的逻辑起点。
（二）固化的取证观念
法国学者认为急于求成的欲望是许多错案的根源：“我们已经说过，急于求成的欲望是许多错案的根源。人们很快冲向一个引人注意的线索，而忽视了其他情况。”[footnoteRef:1]在先入为主的侦查思维的影响下，侦查人员认定某个犯罪嫌疑人是罪犯，并且在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不足以确认其罪行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急功近利的现象，侦查人员为了尽快结案，尽快获得与案件相关的线索，往往容易剑走偏锋，将办案的重心转移到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上来，甚至不惜刑讯逼供。通过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再去搜查有关的证据，容易遗漏案件中的疑点，错过了发现真正罪犯的机会，让无辜的人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就如同本案中的陈满，案件中除了陈满强调的被刑讯逼供所作的有罪供述以外，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实是陈满所为，甚至侦查机关获取的相关证人证言能够证实案发当时陈满并没有作案时间，却被用作定罪证据。 [1:  勒内·弗洛里奥.错案[M].赵淑美,张洪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63.] 

“由人到案”的侦查模式在侦查实践中形成以口供为中心的证据模式，该种证据模式的特点是对案件事实的揭示和对证据材料的获取是围绕着口供进行的，是隐含“有罪推定”的侦查心理下运行的侦查模式。[footnoteRef:2]围绕着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将其他搜查到的物证不断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所做的供述是有理有据的，由此构建起来的“口供至上主义”的证据模式，以及相伴而生的刑讯逼供的问题屡禁不止。 [2:  胡志风.我国刑事错案侦查程序的特点[J].郑州大学学报,2012,45(3).] 

（三）证据间疑点重重
 本案中，相关证据之间存在种种疑点，并未得到合理排除。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陈满案中的证据之间主要存在三处疑点未得到合理排除。第一，陈满的供述中交代的凶器与实际使用的凶器不吻合，凶器作为关键性证据没有得到确认。第二，陈满的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证人证言等其他在案证据存在矛盾。如陈满交代使用的凶器为平头菜刀，以及使用凶器攻击被害人身体的部位，与相关的照片以及再审阶段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技术处出具的《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等大量相关证据反映的情况不符。上述证据证实，钟某尸体上的多处损伤是由带有尖端和锋利面凶器所形成，而不能由平头菜刀形成。第三，相关物证在侦查阶段丢失。大量相关物证在原一、二审中无法出示、举证、质证，其中包括带血的白衬衣、海南日报、卫生纸、破碎的酒瓶、散落在现场的多把刀具、陈满的工作证等，也没有关于这些证据进行过指纹、血迹鉴定的记录，也没有照相留存。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内容与现场勘验笔录、法医检验报告等证据不吻合，疑点重重，就被用作认作定罪量刑的证据，实在有失偏颇。诉讼证明标准的基石系侦查阶段的立案标准与终结标准下的证据与证据结构，困于“初步”标准认识下的侦查阶段势必无法进入诉讼程序下一个阶段，甚至无法完成侦查阶段对于审判公平正义的基础与基石。[footnoteRef:3]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关键，若是在侦查阶段就没有做到将证据间合理的疑点排除，接下来的刑事诉讼活动都基于有疑问的证据进行，那么错案的发生将会难以避免。 [3:  吴艳君.证据视野下侦查阶段错案防范对策研究[D].成都：西南政法大学,2014.] 

二、对侦查讯问中错案产生的防范
   “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footnoteRef:4] 侦查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始，侦查阶段的工作是之后的阶段工作的基础，注重对侦查工作分析与改进，对防范刑事错案具有重要意义。 [4:  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79.] 

（一）树立“无罪推定”的侦查理念
侦查人员在进行侦查工作时，应当建立起合理的怀疑思维，在排查犯罪嫌疑人时，多存留一些疑问，保留自己的主观看法，通过积极地搜查相关的证据与线索，通过客观的证据、缜密地逻辑去抓获真正的罪犯，而不是毫不怀疑的认定某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接着寻找相应的证据去印证自己的看法。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footnoteRef:5]本案中的陈满，在未经人民法院审判之前，侦查机关不能武断地将其视为罪犯。目前，我国要减少错案的产生，使司法人员能够依法定程序办案，必须尽快使相关司法人员及时转变有罪推定思想，全面、深入地树立起无罪推定思想，也许这才是根治错案产生的一剂良药。[footnoteRef:6]实践中，侦查机关更是应该树立“无罪推定”的侦查理念，以此指导相关的侦查活动。侦查人员应摆脱先入为主的侦查思维与印证有罪的侦查模式，在面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时，客观地看待证据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性，踏实地搜查与证实相关证据，不急于肯定或否定其有罪，充分考虑到多种可能性，综合所有的信息进行科学的、客观的判断，最后再得出侦查结论。 [5: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  [6:  张志英.论有罪推定思想的具体表现及其转变路径---以刑事错案的产生为切入点[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3).]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严格适用
    “如果我们仍然将非法证据采纳作为定案根据，将会恶性刺激侦查人员去实施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footnoteRef:7]相比起其他证据的搜查与证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口供的性价比最高。同时，从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在面对会对自己有不利影响的事情时，都会辩解、不承认。当侦查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犯罪嫌疑人忍受不住极端的痛苦，屈打成招，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有罪，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真相。 [7:  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解读[J].证据科学,2010(5).] 

    我国著名法学家何家弘教授在关于错案产生原因的问卷调查中，被调查对象在回答“哪一种证据最容易导致错案”的问题时，选择“被告人口供”者占 37%，选择“证人证言”者占38%。调查结果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和证人证言是所有证据中最容易导致错案的两种言词证据。[footnoteRef:8]由此看来，非法证据的排除对于侦查阶段的错案防范来说至关重要。侦查人员迷恋口供，轻视其他证据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取得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就高枕无忧了。通过重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加强对其他证据的搜查与证实，不再去刻意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减少刑讯逼供引发错案的产生。 [8:  何家弘,何然.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J].政法论坛,2008(2).] 

（3） 明确侦查讯问时的律师在场制度
在我国“嫉恶如仇”、“严刑峻法”等传统思想的影响之下，大多数人将犯罪嫌疑人等同于罪犯去看待，整个社会对罪犯的包容力低，然而犯罪嫌疑人并不一定有罪，且很有可能是无辜的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一样享有与普通公民同等的基本权利。刑讯逼供等野蛮的司法现象屡禁不止，在先入为主的侦查思维引导下，侦查人员急功近利，迫切想要获得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实施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不法取证行为，缺乏人权意识。
高比例的有罪供述比例同审前高刑讯逼供率有着相当的关系。[footnoteRef:9]面对强势的国家侦查权，要想保护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无辜的人屈打成招，减少错案的产生，有必要建立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 [9:  熊秋红.冤案防范与权利保障[J].法学论坛,2010(4):33-38.] 

首先，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上的咨询与建议，保证了犯罪嫌疑人在面对强势的国家侦查权时，能够及时获得法律上的帮助，同时能够监督侦查机关的讯问行为，有效防止侦查人员采取非法取证行为。其次，律师在场制度能很好地保证侦查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真实性，被告人口供的可信度得到增强。应当看到， 增大侦查活动透明度， 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推动与侦查权相抗衡的 “平等武装” 的实现， 是现代刑事诉讼的趋势; 对于刑事错案的防范而言， 辩护律师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footnoteRef:10]⑪ [10: ⑪ 穆书芹.侦查阶段刑事错案防范之侦查理念、行为与制度构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6(1).
] 







【参考文献】
[1]黄一红.浅析刑事侦查中的嫌疑对象与犯罪嫌疑人[J].金田，2013(8).
[2]勒内·弗洛里奥.错案[M].赵淑美,张洪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63.
[3]胡志风.我国刑事错案侦查程序的特点[J].郑州大学学报,2012,45(3).
[4]吴艳君.证据视野下侦查阶段错案防范对策研究[D].成都：西南政法大学,2014.
[5]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79.
[6]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
[7]张志英.论有罪推定思想的具体表现及其转变路径---以刑事错案的产生为切入点[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3).
[8]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解读[J].证据科学,2010(5).
[9]何家弘,何然.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J].政法论坛,2008(2).
[10]熊秋红.冤枉案防范与权利保障[J].法学论坛,2010(4):33-38.
[11]穆书芹.侦查阶段刑事错案防范之侦查理念、行为与制度构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6(1).






